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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瓷器上的外來文化因素 

 

王光堯（故宮博物院 北京） 

 

瓷器是中國先民對世界文明最偉大的貢獻內容之一，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人

們的生活。 

考古發現已知最早的原始青瓷窯址是福建永春苦寨坑窯址，約當于夏代晚期，

至少有 3600年以上的歷史。瓷器雖然蘊涵著濃厚的中國文化基因，但是始終保

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中國先民不僅允許自己獨有的瓷器運銷域外，而且不停地

把外來文化因素用於瓷器生產之中，實現美美與共，瓷器因此成為中外文化交流

的主要載體，世界學術界所說的“陶瓷之路”，正是對古代以瓷器為代表的中外

文化交流盛況的高度提煉。 

瓷器外銷，始於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南方生產的瓷器已經被輸往朝鮮半島，

瓷器開始具有國際性的意義和市場。到唐五代時期，長沙窯、邢窯、越窯等窯場

生產的瓷器已經流布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北非、東非，

極少數瓷器已進入歐洲，當時凡航行可覆蓋的區域基本上都有了中國瓷器的身影。

當時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已經能區分中國皇帝使用的瓷器和一般瓷器的區別，印

尼黑石號沉船出水的“盈”字款和“進奉”款白釉綠彩瓷器、埃及福斯塔特出土

的“官”字定窯白瓷，正是對波斯文獻所說巴格達的哈裡發能得到中國皇帝使用

的瓷器的考古學注解。開闢新航路的原始目的是歐洲人想躲開地中海、黑海、裡

海和紅海航線尋找新的可以通往亞洲的航線、以便獲得東方精美的物品，中國生

產的絲綢和瓷器均為他們要獲得的內容。藉由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中國瓷器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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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布世界各地，並帶動世界青花瓷器時代的出現，澳門在此時中國瓷器外銷的行

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灣遺存出土的瓷器就是當時經由澳門的海船在此轉裝

的遺留。 

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外來文化影響中國陶瓷歷史也久。僅就陶瓷器論，

具有矽酸鹽性質的蜻蜓眼玻璃珠入華的時間早於春秋時期，約在漢代來自波斯的

孔雀藍釉陶器已經出現在桂林地區。在中國瓷器向外輸出的同時，外來文化因素

也多次被用於陶瓷器生產，構成中國瓷器的內容。這一行為的最初目的無疑是讓

中國生產的瓷器更加美好，更有利於豐富和美化中國人自己的生活，但隨著海外

瓷器市場日益重要，把外來文化因素表現到瓷器上也有了適應市場需要的意圖、

有了讓中國以外的人與瓷器容易產生親近感的目的，從而讓他們更加樂意接受中

國瓷器，以促成中國瓷器在世界市場的持續擴大。 

表現在中國陶瓷器上的外來文化因素，當首推在漢代經由印度傳入中國的琉

璃，彼時琉璃是作為佛家七寶之一進入中國。這種技術在漢代迅速和中國傳統的

陶器生產技術結合，以低溫鉛釉和滿釉支釘支燒為特點，生產出了尊、壺、鈁、

瓢、直頸瓶等日用器，狗豬雞等動物形雕塑，和以建築模型為代表的冥器，從生

產技術和釉色品種方面豐富了中國陶器的內容，低溫鉛釉從此成為中國陶瓷器生

產的重要門類之一（圖 1）。六朝時期，來自域外的佛像、獅子以及與佛教相關

的紋樣成為瓷上裝飾內容，中國瓷器第一次通過裝飾紋樣表現出了國際化的特點

（圖 2）。約略在同一個時期的北方，也從西亞、中亞地區學得了低溫的鉛釉技

術，文獻記載北魏太武帝時大月氏商人在平城燒造琉璃並用於宮殿建設，讓中國

的琉璃生產技術得以恢復，鄴城曹村窯址發現的低溫釉器物和以婁睿墓、李雲墓、

麴慶墓等墓出土的北朝晚期到隋初的低溫彩釉器物，正可以視為是大月氏人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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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琉璃生產的物證（圖 3）。文獻所說隋唐之際何稠以綠瓷為琉璃，明確把外

來的這種鉛釉技術和中國傳統的瓷器生產相結合，不僅擴大了琉璃生產的基礎，

也為琉璃廣泛用於宮殿建築提供了可能。北朝隋唐時期北方瓷器無論是器物造型、

裝飾內容多學習玻璃器和金銀器，並成為時尚。唐代的珍珠地裝飾極有可能是學

習金銀器鏨花工藝與表現藝術的結果，絞胎和絞釉器的出現與外來的羅馬絞胎玻

璃之間的關係同樣也值得關注。在唐代，不僅有薩珊波斯貴族流亡中國，大量粟

特人循絲路來華生活更是從經濟、文化和軍事諸層都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以

反動和破壞為特點的安史之亂，就是粟特人給中國帶來影響的最大表現。隨著海

上交通的便利，來華的波斯和阿拉伯人劇增，不僅在器物類別、造型、紋樣上給

中國陶瓷器生產輸入了新的活力，他們帶的青花鈷料也促成了三彩器物顏色的多

樣和唐青花的出現，同時鞏縣窯瓷器上用青花繪製的、山西南部地區窯場白釉瓷

器上流行的暗刻阿拉伯圖案開始流行，從這類器物的生產地在洛陽周邊地區看，

其產品服務物件應該是以洛陽的上層社會為中心。 

在經濟壓力下南宋王朝鼓勵對外貿易，瓷器和絲綢成為大宗輸出商品，值得

注意的是因為對海外市場的關注，導致南宋時期的瓷器生產呈現著以下特點：第

一是在福建、廣東、廣西地區出現了模仿內地名窯場產品的窯場，其生產目的多

以海外為市場；第二是在生產之初無論是器物類別還造型和紋樣，開始有意識地

思考海外市場的需求；第三是當時的知識界和政府層面已開始關注和收集海外各

地區對中國瓷器和絲綢等商品的需求差異和關注程度。元朝建立後不僅沿襲宋代

舊法鼓勵外貿，甚至採用官本船即實行官府出資招募私人下海貿易的股份制外貿

模式，再加上蒙古人在歐亞地區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帝國，東西方的交流和文化互

動也同樣空前便利，中國瓷器迎來了向外輸出的最高峰時期，這一波瓷器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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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輸出一直持續到鄭和下西洋活動被停止。該時期表現在中國瓷器的外來文化因

素和青花相關，一方面是來自西亞的客匠把產自波斯地區的青花鈷料和景德鎮的

青白器對接生產出了青花瓷器，另一方面南亞、西亞地區流行的紋樣和器類、器

型成為明代早期瓷器的時尚並大量銷往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地區。可以肯

定說青花瓷的出現是中國與西亞技術、文化結合的完美表現（圖 4；圖 5）。明

代檔案記載的回回花紋從永樂宣德時期一直流行到萬曆時期，也反證唐代瓷器上

的同類紋樣同樣是為了服務于西亞市場，是中國瓷器在生產始端已考慮海外市場、

自覺融入全球經濟鏈條的表現。 

明代晚期，“回青”原料從雲南再度傳入內地並用於瓷器生產，中國瓷器被

運銷到世界各地，同時以來樣加工為模式的瓷器生產和克拉克風格瓷器盛行，包

括歐洲人流行的家族徽章見於瓷器，是大航海後原料供應全球化和商品生產與市

場全球化的表現。澳門作為東方地區開埠最早的國際性港口在這一全球化過程的

作用永遠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延續明代晚期瓷器生產原料和市場的全球化，清代

瓷器生產同樣表現著強勁的開放性勢頭，一方面是從和日本的競爭、學習中又奪

回了歐洲市場，表現在瓷器上不僅是器物造型、類別要思考歐洲市場的需求，在

紋樣繪製方面當時在歐洲產生過影響的浮世繪也在康熙時期的外銷瓷器上有所

表現，而以克拉克瓷器開光圖案為特點的圖案構成方法也影響了內地市場的瓷器。

根據唐英奏摺記載到乾隆時期禦窯廠生產的五十多種釉色品種中有三分之一以

上技術直接來自歐洲或日本，這包括我們習知的琺瑯彩、粉彩、金彩、像生瓷等，

徹底改變了清代彩瓷的走向（圖 6；圖 7；圖 8）。及至晚清，機器生產技術和

現代商業模式的引入，瓷業公司在各地出現，景德鎮禦窯廠也以官股的形式在光

緒末年加入商辦江西瓷業公司，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不僅有管廠官員林世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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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的用機器製成的樣瓷，而署“大清宣統年制”款的各種御用瓷器同樣也可以肯

定是瓷業公司的作品。綜觀明代晚期以來中國瓷器生產的這種變化，既可以說是

中國人在接觸和瞭解到更遙遠的世界後對外來文化包容接納的表現，也是具有三

千年生產歷史的中國瓷器走向現代化、工業化生產的開始，是中國文明連續性和

包容性在瓷器身上的生動表現。 

 



(圖 1) 

東漢 綠釉刻弦紋鋪首陶壺 

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北朝 綠釉凸花人物紋雙耳扁壺 

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北朝 黃釉綠彩劃花四系罐 

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明永樂 青花纏枝花紋魚簍尊 

故宮博物院藏 

 

 
 

（圖 5） 

明宣德 青花纏枝蓮紋花澆 

故宮博物院藏 
 



 
 

（圖 6）“海通鏡鑒”展品之一 

清康熙 胭脂紫地琺瑯彩折枝蓮紋瓶 

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清雍正 琺瑯彩黃地蘭石紋碗 

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海通鏡鑒”展品之一 

清乾隆 琺瑯彩仕女圖方盒 

故宮博物院藏 
 


